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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理论模型推导 

当前已有诸多研究证实门槛类政策会导致行为主体策略性群聚（Chen et al.，2021； 

Gerster & Lamp, 2024），职工教育经费税收抵免制度也存在政策门槛，依据此类研究，可

以合理推测该政策改革后也会在门槛左侧邻近区间内形成企业群聚，但对于群聚企业的具体

来源需要进一步分析。具体而言，对于改革之前原处于政策门槛右侧邻近区间的企业，其能

通过适度降低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薪金比到政策门槛及以下，实现边际成本下降和经营支出

节约。因此，出于短期利益考量，企业有较大可能在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门槛处策略性群

聚。而对于改革之前处于政策门槛左侧的企业，其在改革后完全适用职工教育经费税收抵免，

群聚的动机较小。 

为此，本文构建了考虑认知偏差的企业生产决策模型，分析在职工教育经费税收抵免政

策下，政策改革前分别处于政策门槛左右两侧企业不同的教育经费投入行为决策。假定改革

后税收政策门槛处群聚企业的来源有三种可能：一是政策改革前处于 2.5%右侧的企业职工

教育经费占比下降，二是改革前处于 2.5%左侧邻近区间的企业教育经费占比增加，三是改

革前就处于 2.5%左侧附近的企业，这部分企业在改革后仍然聚集于此。设定企业利润决策

函数分别如下： 

改革前企业投入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𝑥所对应的利润函数： 

{
𝜋𝑐

0 = (𝑦 − 𝑝𝑧 − 𝑥𝐴 − 𝐴)(1 − 𝑡)                                    if   𝑥 ≤ 1.5%

𝜋𝑐
1 = (𝑦 − 𝑝𝑧 − 1.5%𝐴 − 𝐴)(1 − 𝑡) − (𝑥 − 1.5%)𝐴        if    𝑥 > 1.5%

 , (Ⅰ1) 

改革后保持职工教育经费占比𝑥不变时的利润函数： 

{
𝜋0 = (𝑦1 − 𝑝𝑧 − 𝑥𝐴 − 𝐴)(1 − 𝑡)                                    if   𝑥 ≤ 2.5%

𝜋1 = (𝑦1 − 𝑝𝑧 − 2.5%𝐴 − 𝐴)(1 − 𝑡) − (𝑥 − 2.5%)𝐴        if    𝑥 > 2.5%
, (Ⅰ2) 

其中， 𝑦为企业产出，假定其在竞争性市场出售，产出价格为 1， 𝑦1为政策改革后保持企业

职工教育经费占比投入不变时所对应的产出规模。𝑧为除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外的其他生产投

入，价格为𝑝。A 为企业工资，由于企业短期内工资水平相对稳定，因此令 A 为恒定数值。

𝑡为企业所得税税率。 

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变化会影响产出，但考虑到行为主体更看重即期、确定性的收益和成

本，而对具有不确定性、长期的收益和成本考虑较少（Laibson，1997；Berkouwer＆Dean，

2022），如企业决策中存在的管理层短期主义（Chatjuthamard et al., 2022）。因此，本文参

考刘瑞明等（2018）做法，引入认知偏差因子𝜃和边际生产率变化认知𝑚，以刻画职工教育

经费占比变化对于产出的可能影响。在我国职工教育培训投入普遍偏低①，教育经费提取不

足、使用不当（马延伟，2015），职工教育培训流于形式、针对性不强（人社部发〔2021〕 

102 号；冯帆等，2017），以及政府出台多项职工培训奖补政策以激励企业发挥培训主体作

用②等的背景下，此种设定有其合理性。设定改革后不同来源企业聚集在政策门槛左侧邻近

 
①
 调查表明：企业培训经费投入明显不足 (sina.com.cn)。 

② 2024 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发放公示（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专题 (guangde.gov.cn)； 2023 年南京市政府补贴性企业

职工培训政策操作指南 (m12333.cn)；在经济转型升级中推进劳动者素质提升——全国政协“重视去产能过程中职工就业再就业

问题”双周协商座谈会发言摘登 (cppc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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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的利润函数如下： 

𝜋′ = ((1 + 𝜃𝑚(𝑥̂ − 𝑥))𝑦1 − 𝑝𝑧 − 𝑥̂𝐴 − 𝛽𝑖|𝑥̂ − 𝑥| − 𝐴) (1 − 𝑡) , (Ⅰ3) 

其中，𝜃为企业短视程度，取值为 0 或 1。当𝜃 = 0时，表明企业在投入决策时不考虑职工教

育经费变化带来的生产率变化情况，较为短视；而当𝜃 = 1时，此时企业相对理性，对成本

和收益考量更为全面。𝑚为企业在决策之时基于历史生产资料想象的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变化

可能带来的边际生产率影响，𝑚 > 0，其可以高于或低于实际数值，用于表征企业生产过程

中对于职工教育培训的重视程度。𝑥为政策未改革之前企业投入的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

𝑥̂为改革后政策门槛 2.5%，则𝑥̂ − 𝑥为政策改革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占比相比于改革前

变化情况。若改革后门槛处聚集企业来自政策改革前右侧，则𝑥̂ − 𝑥 < 0，其会对产出造成负

向影响。反之，若来自左侧𝑥̂ − 𝑥 > 0，职工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可能对产出有所增益。而原

处于 2.5%左侧邻近区间的企业，则是lim
𝑥→𝑥̂

𝑥̂ − 𝑥 = 0。 

此外，本文还考虑了摩擦成本（Mavrokonstantis & Seibold，2022）的影响，对于左侧企

业而言，其向右侧门槛处聚集除本身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增加外，还会涉及决策成本、职工教

育经费对其他支出的挤出效应（Tian et al.，2022）以及组织职工教育培训增加的管理费用等

成本。而对于右侧企业而言，其大幅降低职工教育经费占比可能会面临来自工会、员工的压

力，如工会要求保障适度的职工培训投入。但由于右侧降低职工教育经费的成本相对间接，

且小型企业中工会约束力较弱，因此一般而言，左侧摩擦成本要高于右侧。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借鉴 Gerster & Lamp（2024）做法，引入线性距离函数𝛽𝑖|𝑥̂ − 𝑥|，表征左右两侧企业调

整职工教育经费伴随产生的其他成本，𝛽𝑙 > 𝛽𝑟。其他参数含义同上。 

1.右侧企业聚集行为分析 

首先，分析政策改革前处于 2.5%右侧区间的企业（即𝑥 > 2.5%）在改革后聚集到左侧

的概率。若政策改革后此类企业职工教育经费占比保持不变，则其利润函数为式（Ⅰ2）。若

企业在改革后将职工教育经费占比降低到 2.5%左侧，则其利润为式（Ⅰ3）。同时，假定企

业效用函数𝑈 = 𝐸(𝜋𝑖) = 𝜋𝑖，企业是否选择聚集是由其效用函数决定的。则𝑈′ = 𝐸(𝜋′) = 𝜋′，

以及𝑈1 = 𝐸(𝜋1) = 𝜋1。并设定企业选择聚集的概率为𝑃1，选择不变的概率为1 − 𝑃1，则
𝑃1

1−𝑃1
=

𝑈′

𝑈1
。由于𝑝𝑧和𝐴短期较为稳定，其于结果无碍，因此在求解过程中将其省去。可以求解出事

前处于门槛（2.5%）右侧企业聚集的概率为： 

𝑃1 =
((1 + 𝜃𝑚(𝑥̂ − 𝑥))𝑦1 − 𝑥̂𝐴 − 𝛽𝑟|𝑥̂ − 𝑥|) (1 − 𝑡)

𝑦1(1 − 𝑡) − 𝑥𝐴 + 2.5%𝐴𝑡 + ((1 + 𝜃𝑚(𝑥̂ − 𝑥))𝑦1 − 𝑥̂𝐴 − 𝛽𝑟|𝑥̂ − 𝑥|) (1 − 𝑡)
 . (Ⅰ4) 

对于右侧企业而言，由于政策改革后 1.5%-2.5%区间内职工教育经费投入也可以扣除，

因此只有当聚集带来的收益增量好于保持不变时的收益增量，企业才有可能选择群聚。则

𝜋1 − 𝜋𝑐
1 ≤ 𝜋′ − 𝜋𝑐

1，即𝜋′ ≥ 𝜋1，此时𝜃𝑚 ≤
𝐴−𝛽𝑟(1−𝑡)

𝑦1(1−𝑡)
。这表明，当企业较为短视、不考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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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变化𝜃 = 0时，该式恒成立，此时企业聚集的概率极高；而当𝜃 = 1即企业非常理性时，

如果其认为的边际生产率低于
𝐴−𝛽𝑟(1−𝑡)

𝑦1(1−𝑡)
时，企业也会有很大概率会选择聚集。 

而根据式（Ⅰ4），由于𝑥̂ − 𝑥 < 0，假定𝜃为连续变量，对认知偏差因子求导，也可得
𝜕𝑃1

𝜕𝜃
<

0，可进一步佐证上述分析成立。且
𝜕𝑃1

𝜕𝑚
< 0，即认为职工教育经费带来的边际生产收益越低

的企业，其向政策门槛处聚集的概率越高。综合上述分析，可知随着企业短视程度的增加、

或其对于职工教育的重视不足，原处于政策门槛右侧的企业在税收抵免政策改革后聚集到门

槛处的概率越高。同时，令|𝑥̂ − 𝑥| = 𝛥𝑥，对𝛥𝑥求导可得
𝜕𝑃1

𝜕𝛥𝑥
< 0，表明由于摩擦成本的存在，

即使在企业短视、不考虑产出损失的情况下，政策改革前越偏离门槛右侧的企业在税收抵免

制度改革后聚集的概率越小，即右侧企业聚集有界。 

此外，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得出
𝜕𝑃1

𝜕𝑡
> 0，这表明在原处于政策门槛右侧的企业中，当

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所得税税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聚集。即相对于优惠税率企业而言，高

税率企业降低职工教育经费占比投入产生的边际成本下降效应更为明显。 

2.左侧企业聚集行为分析 

而对于政策改革前、处于 2.5%门槛左侧企业（𝑥 < 2.5%）的聚集概率𝑃2，同样可以由

𝑃2

1−𝑃2
=

𝑈′

𝑈0
推导得出： 

𝑃2 =
((1 + 𝜃𝑚(𝑥̂ − 𝑥))𝑦1 − 𝑥̂𝐴 − 𝛽𝑙|𝑥̂ − 𝑥|)

(𝑦1 − 𝑥𝐴) + ((1 + 𝜃𝑚(𝑥̂ − 𝑥))𝑦1 − 𝑥̂𝐴 − 𝛽𝑙|𝑥̂ − 𝑥|)
 . (Ⅰ5) 

对于左侧企业而言，无论是改革前处于 0-1.5%区间还是 1.5%-2.5%区间，其要想聚集在

门槛处，至少应满足改革后相比于改革前，保持不变带来的收益增量小于聚集带来的收益增

量，故而需要𝜋′ − 𝜋𝑐
0 ≥ 𝜋0 − 𝜋𝑐

0以及𝜋′ − 𝜋𝑐
1 ≥ 𝜋0 − 𝜋𝑐

1，即𝜋′ ≥ 𝜋0，由此可知𝜃𝑚 ≥
𝐴+𝛽𝑙

𝑦1
。

表明当𝜃 = 0即企业较为短视时，左侧企业聚集的概率极低。即使其理性考虑聚集带来的投

入成本和生产收益增加即𝜃 = 1时，也需要其对职工教育培训足够重视，即认知的边际生产

率高于工资与摩擦成本占营收比之和，才有可能选择聚集。 

且由式（Ⅰ5）可知，由于𝑥̂ − 𝑥 > 0，若将𝜃一般化、连续化，则
𝜕𝑃2

𝜕𝜃
> 0。即短视会导致

改革前处于 2.5%门槛左侧企业聚集的概率大幅下降。同时，
𝜕𝑃2

𝜕𝑚
> 0，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左侧企业认为职工教育投入引致的边际生产率增幅越低，其向右侧门槛处聚集

的概率越小。结合来看，随着企业短视程度的增加、或其对于生产过程中职工教育培训的重

视程度不足，原处于政策门槛左侧的企业在税收抵免政策改革后聚集到门槛处的概率较低。

此外，由于事前处于左侧的企业无论其是否聚集到 2.5%门槛处，其在政策改革后职工教育

经费均可全额抵税，因此左侧企业的聚集概率不会受到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影响，即
𝜕𝑃2

𝜕𝑡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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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群聚分析的稳健性检验 

附录中提供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通过多种方法对正文的图表分析、基准群聚结果

进行了验证。 

1.群聚分析中反事实分布拟合的稳健性检验 

（1）替换样本 

本文首先采用更换样本方式检验在 2.5%政策门槛处群聚现象是否显著。2011-2013 年税

收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没有政策干预的反事实情形，有政策干预时群聚区间内企

业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降低了约 2.4%，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该系数和显著性均高于工业

企业调查数据结果，能够部分佐证正文中有关结论成立。 

 

图Ⅱ1 2011-2013 年税调数据中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的反事实分布 

此外，本文还借鉴范子英等（2022）的做法，通过更换组距和多项式阶数、控制整数效

应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佐证基准结论的可靠性。 

（2）更换组距 

正文中的基准结果是在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组距为 0.0002、多项式阶数为 6 阶的基

础上得出的，为排除组距选择对识别群聚区间内企业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变化比例可能的

影响，本文进一步更换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组距为 0.0001，以验证基准结论是否稳健。研

究发现，更换组距之后，多项式阶数仍然为 6 阶，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这表明前述数据驱

动方法下最优多项式阶数的选择较为稳健。同时，更换组距后，群聚区间内职工教育经费占

工资比相比于没有税前扣除政策干预的反事实情形变化比例为-0.7%，通过 1%显著性检验，

其显著性和符号方向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且在上述参数设定下，政策门槛附近区间

内未参与群聚的企业比例为 86%，即群聚企业占反事实情形下右侧群聚区间内企业的比值

约为 14%，与基准分析中 17%的群聚比例较为接近。这可以排除在识别职工教育经费税前

扣除政策引发的企业群聚过程中组距选择的偶然性，证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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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Ⅱ2 2006-2007 年更换组距后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的反事实分布 

（3）控制整数效应 

从正文特征事实分析和反事实分布拟合图形中均可以看出，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在

1%、2%等 1%的整数倍取值处也存在小幅度群聚现象。虽然其群聚量级远无法与税前扣除

政策门槛处相比，但考虑到这种整数现象在群聚区间外部分布较多，可能会影响到群聚区间

内反事实分布拟合的结果和估计精度。本文参照冯晨等（2023）的做法，设置如下模型控制

整数效应，以验证基准结果是否稳健。 

𝑐𝑗 = ∑ 𝛼𝑞 ∗ 𝑤𝑗
𝑞

𝑄

𝑞=0

+ ∑ 𝑟𝑗

𝑢𝑢

𝑖=𝑢𝑙

∗ 𝐼[𝑤𝑗 = 𝑖] + ∑ 𝜎𝑗𝐼 [
𝑤𝑗

𝑟
∈ 𝑁]

𝑟=0.01
+ 𝜀𝑗  ，  

其中，𝐼 [
𝑤𝑗

𝑟
∈ 𝑁]为虚拟变量，若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𝑤𝑗取值为 1%的整数倍时，𝐼 = 1，否

则取值为 0，其余参数含义同公式（1），即在控制群聚区间和整数效应后估计企业反事实分

布𝑐̂𝑗 = ∑ 𝛼̂𝑞 ∗ 𝑤𝑗
𝑞𝑄

𝑞=0 。研究发现，控制整数效应后多项式阶数仍为 6 阶，且相比于反事实情

形，群聚区间内企业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变化比例（图Ⅱ3）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仅企业群聚规模有小幅度变化，结论较为稳健。 

 

图Ⅱ3 2006-2007 年控制整数效应后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的反事实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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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换多项式阶数 

考虑到更换组距后多项式阶数仍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因此，为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单独探讨次优阶数下企业群聚规模和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的变化比例。保持原组距不

变的同时，更改多项式阶数为 5 阶，图Ⅱ4 结果显示，相比于没有政策干预的反事实情形，

政策干预下群聚区间内企业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降低约 1.9%，且区间内参与群聚的企业

比例约为 39.5%，通过 1%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相较于基准回归，符号方向保持一致的同

时其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均有明显提升，能够证明基准结论较为稳健。但从图Ⅱ4和正文中图

2 的反事实分布图形对比也可以看出，次优阶数下，对于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实际分布的

拟合要劣于前述多项式阶数，这也能侧面佐证基准回归中基于数据驱动方法的多项式阶数选

择有其合理性。 

 

图Ⅱ4 2006-2007 年更换多项式阶数后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的反事实分布 

2.群聚分析中 ITT 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表Ⅱ1至表Ⅱ4提供了 ITT 分析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包括更换样本、替换被解释变量以

及控制事前趋势等多种方式。 

首先，本文替换被解释变量为分别以 OP 法、ACF 法和 GMM 法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进行稳健性检验。表Ⅱ1结果显示，在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干预下，群聚区间内以

上述三种方式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显著为负。鉴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其创新水平直

接相关，本文同时引入企业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比（xcpzb）表征企业创新产出，探讨其在

政策干预下群聚区间内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群聚区间内企业新产品产值占比显著下降，

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与全要素生产率结果一致。 

其次，更换样本数据，税调数据 ITT 分析结果也显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 10%水平上

显著下降，职工教育经费在 5%水平上显著降低（表Ⅱ2）。相关分析均表明正文结论稳健，

即相比于没有政策干预的反事实情形，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干预下群聚区间内企业削

减职工教育经费造成其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下降。 

最后，考虑到反向因果可能导致的内生性偏误，以及遗漏变量带来的影响，本文进一步

通过控制事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事前企业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等方式佐证上述结论分析

的可靠性。表Ⅱ3 和表Ⅱ4 的研究结果显示，控制事前趋势后，2.5%政策门槛处群聚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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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变量的结果未见明显变化，职工教育经费和全要素生产率仍显著为负，与正文中的研究

发现保持一致，表明结论较为稳健。 

表Ⅱ1  替换被解释变量 

variable ITT SE T p0.05 p0.95 

tfp_op -0.00621*** 0.00246  -2.52848  -0.00981  -0.00177  

tfp_acf -0.00107* 0.00054  -1.96772  -0.00196  -0.00015  

tfp_gmm -0.00148* 0.00075  -1.97687  -0.00266  -0.00020  

xcpzb -0.00004*** 0.00001  -3.19190  -0.00007  -0.00002  

注：表中结果是基于控制变量和企业、年份、行业固定效应计算得出。***，**和*，分别代表在 1%、

5%和 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p0.05 和 p0.95 代表置信区间。 

 

表Ⅱ2  2011-2013 年税调数据 ITT 回归稳健性检验  

  ITT SE T p0.05 p0.95 

lnedufee -0.03182**  0.01468  -2.16757  -0.05593  -0.00782  

lnpedufee -0.02618*  0.01447  -1.80948  -0.04999  -0.00246  

tfp_lp -0.02120*  0.01157  -1.83165  -0.03791  0.00046  

 

 

表Ⅱ3  控制事前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的线性趋势 

  ITT SE T p0.05 p0.95 

lnedufee -0.0422***  0.00644  -6.55624  -0.05214  -0.03094  

lnpedufee -0.0404***  0.00604  -6.69581  -0.04952  -0.02990  

tfp_lp -0.0010*  0.00053  -1.83006  -0.00184  -0.00010  

 

表Ⅱ4  控制事前全要素生产率的线性趋势 

  ITT SE T p0.05 p0.95 

lnedufee -0.0418***  0.00632  -6.61628  -0.05160  -0.03092  

lnpedufee -0.0397***  0.00592  -6.70126  -0.04864  -0.02936  

tfp_lp -0.0010*  0.00053  -1.93577  -0.00189  -0.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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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DID 分析的稳健性检验 

附录Ⅲ提供了对于原处于政策门槛 2.5%右侧邻近区间的企业，其在税收抵免制度改革

后职工教育经费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的稳健性检验。 

首先，附图 A1 平行趋势检验表明，从政策改革当期开始，原处于政策门槛 2.5%右侧邻

近区间的企业其职工教育经费显著下降。而职工教育经费投入的减少又导致从事后一期开

始，相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显著负向变化，这与正文结论一致。 

其次，为排除控制组选择不当可能造成的偏误，本文更换控制组进行重新回归。将改革

前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处于（0，0.6%]区间内的企业作为控制组，分析政策改革后，原处

于门槛右侧的企业其职工教育经费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而之所以选择该区间内企业

作为控制组，是因为理论上，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该区间内企业均可完全适用税收抵

免政策。由于其离政策门槛处相较于原控制组更远，摩擦成本的存在，使得其对政策的敏感

性很低。同时数据分析也发现，转移矩阵中该区间内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占比事前事后的

稳定性很高。表Ⅲ1 研究结果表明，更换控制组后仍能支持正文结论成立，结果较为稳健。 

接着，通过控制事前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和时间趋势的交互项，考察控制企业职工教

育经费占比的事前趋势后，事前原处于政策门槛 2.5%右侧邻近区间的企业，其在税收抵免

制度改革后职工教育经费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结果是否发生明显变化。表Ⅲ2 的 DID 估

计结果发现结论依然稳健。 

最后，考虑到内生性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借鉴 Liu & Lu（2016）做法，在回归中加入

事前全要素生产率和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以检验反向因果是否会对原估计结果造成显著影

响。表Ⅲ3 研究发现，在控制该变量之后，DID 分析结果未发生明显变化，原有结论较为稳

健。 

表Ⅲ1  更换控制组 

  lnedufee lnpedufee tfp_lp 

DID -0.649*** -0.675*** -0.007** 

 (-44.000) (-48.846) (-2.488) 

_cons -4.224*** -4.168*** 0.251*** 

 (-29.137) (-29.705) (10.276) 

企业固定效应 Y Y Y 

行业固定效应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N 114025 111881 168321 

R-sq 0.738 0.686 0.600 

注：表中括号内为包含控制变量和企业、年份、行业固定效应计算得出的 t 值，回归中标准误聚类在

企业层面。***，**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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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Ⅲ2  控制事前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的线性趋势 

  lnedufee lnpedufee tfp_lp 

DID -0.140*** -0.174*** -0.007** 

 (-9.346) (-12.174) (-2.169) 

事前 eduzb×trend -1.661*** -1.328*** 0.004 

 (-3.937) (-2.882) (0.477) 

_cons -2.510*** -2.520*** 0.190*** 

 (-19.153) (-21.122) (5.923) 

企业固定效应 Y Y Y 

行业固定效应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N 74186 73379 92887 

R-sq 0.844 0.621 0.623 

 

表Ⅲ3 控制事前全要素生产率的线性趋势 

  lnedufee lnpedufee tfp_lp 

DID -0.167*** -0.194*** -0.007** 

 (-12.161) (-15.511) (-2.205) 

事前 tfp×trend -0.002 0.002 -0.002 

 (-0.547) (0.590) (-1.410) 

_cons -2.540*** -2.575*** 0.201*** 

 (-19.547) (-21.615) (6.055) 

企业固定效应 Y Y Y 

行业固定效应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N 73621 72786 92887 

R-sq 0.838 0.615 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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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V 拓展分析 

本文也对职工教育经费税收政策改革后，原政策门槛即 1.5%左侧邻近区间内企业的职

工教育经费投入及其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何种变化有所好奇。考虑到政策出台的本意是激励

企业增加职工教育投入，结合 2002 年《决定》和既有研究中有关其他时段内职工教育经费

税前扣除制度改革的政策激励效应评估，一个合理的猜测是 2006 年该税前扣除制度改革可

能也对左侧部分企业形成了正向激励，这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影响。 

由于在 2006 年税前扣除制度改革之前，职工教育经费财务制度规定的提取比例和税前

扣除比例均为 1.5%，因而在此处也形成了非常明显的企业群聚。本文拓展分析此处职工教

育经费及其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原因在于，可以合理估计事前为适用税前扣除制度在 1.5%

门槛处群聚的企业有部分也来自该门槛右侧，其本身有超过 1.5%的职工教育经费开支需要，

只是为了降低职工教育经费开支的边际成本而向左跳跃群聚，随着 2006 年制度改革对税前

扣除比例的放宽，继续群聚在 1.5%处不符合其企业技术人才培育和经营发展需要，这部分

企业会增加其教育经费投入。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原门槛左侧聚集企业，即事前职工教育

经费占工资比处于[1.36%，1.5%]区间内的企业作为处理组，处于(1.5%, 1.7%]区间内的企业

作为控制组，进行 DID 分析。 

表Ⅳ1 的结果显示，事前处于 1.5%政策门槛左侧邻近区间的企业，在 2006 年税前扣除

制度改革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增加约 2.6%，人均教育经费增加约 3.1%，回归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这也验证了前述猜想，即存在部分企业随着税收扣除制度的改革，增加职工教

育经费，不再群聚在原门槛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增幅较低，难以对 2006 年税前扣除

制度改革后新形成的 2.5%附近的群聚区间估计造成影响，这与前述转移矩阵中部分企业即

使增加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也主要是增长到相邻区间的发现相吻合。进一步发现，职工

教育经费增加的同时也引致该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相关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在于税

前扣除制度改革对这部分企业的激励作用有限，即仅造成了轻微幅度的企业职工教育经费增

加。基于正文职工教育经费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弹性的估计也可以看出，较低的职工教育经

费增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有限。 

表Ⅳ1  原政策门槛 1.5%处群聚企业在政策改革后职工教育经费及其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lnedufee lnpedufee tfp_lp 

DID 0.026*** 0.031*** 0.001 

 (2.815) (3.864) (0.328) 

_cons -2.865*** -2.800*** 0.250*** 

 (-24.314) (-27.845) (8.738) 

企业固定效应 Y Y Y 

行业固定效应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N 100072 97799 126542 

R-sq 0.818 0.604 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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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 附表及附图 

 

图 A1  2004-2005 年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比的反事实分布 

 

 

职工教育经费支出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图 A2 门槛右侧邻近区间企业 DID 分析的事前趋势检验 

 

表 A1   2006-2007 年不同职工技术培训供给能力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高增长率地区 低增长率地区 

lnedufee -0.0372*** -0.0222** 

 (-5.254) (-1.975) 

lnpedufee -0.0385*** -0.0249** 

 (-5.802) (-2.202) 

tfp_lp -0.0009 -0.0027* 

 (-1.589) (-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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